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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以雄伟的建筑群承载

着六百年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庄重浑厚、宏伟典雅的特

点使其成为大热的文化IP之一，围绕故宫而生的纪录片

层出不穷。其表达主题包括：或从宏观角度展现故宫

古建筑群的气势恢宏，如1950年中苏合拍的《锦绣河山

之新北京》及之后的《漫步北京》《北京紫禁城》等，

系统地向观众介绍了宫殿建筑的历史意义，成为传播

时代强音的宣传工具；或从细微处捕捉博物馆典藏文

物的古朴雅致与巧夺天工，如《故宫》《故宫100》等，

通过历史事件的场景还原，以故事化手法解读文物，一

改以往生硬宣教式的创作风格；或将镜头对准文物背

后的匠人与学者，讲述温情的人物故事，如《我在故宫

修文物》，通过诠释“文物背后的人”而成为一部“现象

级”作品。导演将镜头从故宫本身切换至文物修复者，

记录他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片段，用平凡人物的故事侧

面烘托与故宫相关的历史情怀，同时从依赖解说词功

能的“阐释模式”转变为以画面叙事为辅助、让观众主

动解读的“观察模式”，受众的参与感与接近性得以提

高，整体风格由原本的厚重、庄严转变为轻快、诙谐。

时值故宫建成六百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故宫

博物院联合出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姊妹篇——《我

在故宫六百年》，献礼这一特殊时刻。其一经播出，B站

的观看量达415万，评分9.8分，#我在故宫600年#微博

话题阅读量2.1亿。全片延续了姊妹篇温情日常的表达

方式，致力于展现细节、发扬传承精神。作为符号与象

征的故宫，在能工巧匠及传统技艺的拆解下，与受众的

关系逐渐拉近。与以往创作方式不同的是，《我在故宫

六百年》专注于对文化的叙述和对人类学问题的思考，

摒弃了旁观者视角，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

式融入匠人的个人故事中。人类学纪录片以非虚构的

方式呈现，表现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和“向属于一种文

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①本片以

“丹宸永固”的秘密作为悬念开篇，一步步深入并解释

紫禁城青春永驻的原因，聚焦修缮过程中的“人”，通过

探索历史中个体的人文价值来感染现代社会的观众。

导演秉持治史的人文精神，使得博物馆回归到人类生

【内容摘要】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审视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所塑造的故宫形象，发掘其认知关

系的颠覆与重构。人文关怀的“参与式”呈现使得该纪录片摆脱了“精英拍给精英看”的桎梏，把人带入

故宫修葺的过程中；物质性与个体性的分离使沉淀于文物之中的文化与社会意义被敞开和认知，回归到

人的生活语境；貌似断裂的结构则颠覆以往叙事对象的权威性，唤醒了观众自身的组织和结构能力，形

成互动与价值意义。

【关键词】人文关怀；参与式呈现；拼贴；重构；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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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性的敞开中重构故宫形象
—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的人类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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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语境，达成对人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重新认知。

一、故宫与“我”：“人文关怀”的参与式呈现

“人文关怀”概念在纪录片中的运用不可或缺，

其发源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核心在于关注人性并

认同人的价值。在大众传播媒介中，“以人为本”能够

促进受众之间的互动，使作为“历史主题的人”的力量

得到外化呈现。②最初的故宫纪录片更多关注的是建

筑本身，或是时代大背景下具有政治符号代表意义的

人，是一种规范化、权威化的影视表达；多采用宏观

视角，以著名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宫廷生活等叙事为

主，阐述紫禁城完整的历史使命。自《我在故宫修文

物》伊始，创作者对故宫的描绘关注到穿越千年却又

平凡朴素的“文物医生”，这些本可能成为时代注脚的

人们，变成了被记录的主角。这使人文纪录片总体趋势

挣脱了“精英拍给精英看”的枷锁，将目标转移至普通

受众，提升了“人”在创作中的参与度。《我在故宫六百

年》通过匠人的自述将观众带入了故宫的时空场域，使

得现实与作品产生互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被阻隔的

受传关系。其结构设置注入了创作者主观的人类学研

究风格，打破人、事、物之间既有的权重与逻辑，使人

的主体性体现在各个情节中。

片中对物与技艺的描述，均落脚于个人故事：瓦工

在养心殿大修时需准备特殊瓦片，便四处寻访罕见的

海月贝壳；修缮技艺部按照传统工艺绘制保存彩画小

样，从拓印到描绘再到调色，完整的镜头有节奏地记录

了整个过程；木匠更替养心殿的扶脊木并在换好的木

头上标注更换日期和新木序号，期待下个600年的再次

拆封。片中有匠人令人惊叹的妙手巧思：绘制长春宫游

廊彩画、烧制宫殿屋檐的琉璃瓦、修缮故宫角楼和乾隆

花园古华轩……每一项技艺都用以人为主体的记录方

式让参与的工匠形象鲜活地跃然屏幕。片中更有坚守

与传承：一张大木匠合影记录了修缮角楼的匠人记忆。

这次63年前的修缮工程，不仅让西北角楼完好地留存

至今，也培养出了故宫第一代和第二代古建修缮的工匠

群体，积累了完备的工程资料与施工规制。在和参与修

缮的退休匠人的对话中，镜头对其面部神情的凝视，着

重突出了工匠们的个人色彩，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古老宫殿修缮的技艺和智慧才能够代代延续。

一些学者研究人类学纪录片结构性问题的方法，

认为最常见的是制定一套标准和范式，来约束、评判

纪录片拍摄。例如杰伊·茹比（Jay Ruby）提出的标准

是：“是否成功地提出了人类学的问题，是否源于民族

志研究，是否有田野工作者参加到电影摄制的决策过

程中。”③《我在故宫六百年》则完全符合这三个标准。

导演梁君健认为：“纪录片中展现的这些人都是讲述和

构成故宫故事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这样一个古老的

宫殿，只有和人发生了关系，它才是鲜活的，才是能够

进入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④拍摄之前，团队通

过长时间的参与和沟通，与被拍摄者建立了亲密的关

系，并用民族志方式对工匠进行文字记录。整部纪录

片的风格融入了导演个人的特点与理念，不受制于机械

化、规范化的传统制作模式，也不一味地迎合受众趣

味，突出创作者的个性，贬抑流于大众的“生产线”作

品。⑤对人的关注与呈现成就了《我在故宫六百年》的

人文主义关怀特点。

在导演张越佳看来，从参与修缮的工匠、设计师、

专家，到运送木材的司机，这些都是与故宫有着重要

联系的人：“通过记录他们生活工作的细节，让观众直

接感受到他们对建筑的态度，也让观众与这些参与古

建修缮的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⑥当这些曾经参与故

宫修缮的老人们出现在镜头前，讲述着他们与古建筑

之间的故事时，仿佛在故宫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再次激

起回响，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古建筑中所蕴含的人文历

史，也为这部纪录片增添了几分人情味。“丹宸永固”

的秘密中有一段工作人员为故宫房顶除草的画面，颠

覆了以往故宫红墙黄瓦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开裂的

瓦片和杂草丛生的屋顶，瓦匠一番忙碌又使其焕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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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受众眼中一成不变的故宫，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辛

苦付出的匠人，人与故宫的关系，是变与不变的传承。

“我”在故宫六百年，体现的是故宫古建修复者的生活

状态以及他们的独特文化。

对不同匠人故事的交互式记录恰恰暗含了彼尔·尼

科尔斯对所谓“参与模式”纪录片的推崇。尼科尔斯把

当代纪录片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其中的类型之一“参与

模式”是指创作者与记录主体的双向互动。这种模式将

“真实记录的事件本身作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

链接”；并且将“传播者向受传者单向讲述的方式”变

成近似于“传播者通过拍摄对象讲述自身与现实发生

的勾连”的方式，“电影制作者的互动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独特的窗户，以便观察世界的某个部分”。⑦《我在

故宫六百年》便是“参与式”呈现的产物，个体的故事

和生活经历更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古建修复师”

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职业群体，而是生活化的人，在与地

基、瓦片、彩画、瓷器、木作等技艺打交道的同时，其情

感输出也十分鲜明。

二、宫墙与工匠：物质性与个体性的分离

历史遗迹中的“器物”成为“文物”走进博物馆

时，便意味着该“器物”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互动意义的

分离，前者成为抽象的文化符号，后者则变成经济学意

义上的“收藏品”。⑧以故宫不可移动的文物—宫墙、

瓦片、彩画、木作等为例，它们曾是帝王将相生活中的

一部分，如今被设定了保护圈与建设控制圈，用专业化

的解说把人们与这些代表自身文化与历史的物件分开。

文物的原生文化意义与社会互动结构被遮蔽，等待着

某种历史机遇，使其重新成为链接人们社会交往与社

会整合的“意义之链”，所需语境便是回归到人类生活

的语境，不仅仅聚焦于文物本身的“物质性”，更多关

注其内含的一直被隐藏的“个体性”。《我在故宫六百

年》建构出的第一人称和工匠主体存在，构成了这类纪

录片的一个显著的形态特征。“个体性”的展现使得匠

人所修复的建筑的“物质性”得到弱化。“忽略宫墙建

筑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以及符号化的指代意义，回溯

到其背后人缘与地缘关系本身，将被传统意义剥离的

‘人’重新定义，打破了既有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

关系，从而形成了‘去语境化’的文本机制。”⑨换言之，

个体化的文本使得纪录片的关注点由物转向人，通过

皇城之外的普通民众与故宫的关系重构以往的形象。

全片通过对故宫古建部、工程管理处、修缮技艺

部、文保科技部、考古部等部门工作的深入挖掘，开启

故宫再发现之旅。这些“新发现”既有故宫深处的宏大

历史，又有故宫古建方面的奇闻逸事，更有紫禁城每块

砖瓦、每根梁木所发出的“文化之声”。从人类学的角

度来看，纪录片的核心话题在于，修缮技艺如何代代传

承，青年一代如何选择对于古建修复的态度，而老师傅

们应对这种变化对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全片以三集

层层递进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将文物的物质性隐藏

在个体性之内，重新敞开了它的意义所在，即人的存在

与互动。这类表达方式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显著特点，

学者埃米莉·德·布里加德认为，当前人所记载的理论

及映射的现实已化为乌有，人类学纪录片则起到为后

人保存遗迹的抢救性作用。⑩在这场薪火相传的漫长

接力中，古建修复的变迁与式微，正需要人类学纪录片

这一工具以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进行传递。

在修葺养心殿的过程中，屋顶一些砖瓦坏掉了，而

新换的琉璃瓦是在山西烧制的；一根扶脊木糟朽了，替

代它的木头来自东北，经由天津的木材市场连夜运进

故宫；宁寿宫花园的花楠木雕花与乾隆花园耸秀亭的

彩画修缮，颜料配方来自河北徐水县的工坊。种种不同

修复对象及方式共同指向一个主题—民间与皇城的

关系，对此解说也时刻围绕“人”的存在：

“宫墙之内有悉心呵护故宫的匠人，宫墙之外的

天下人也与这座城池发生奇妙的关联。”

“人逝去了，宫殿还在；宫殿老了，总有新人来；朽

木与新材，古人与今人，紫禁城不变的模样背后，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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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永恒接力。”⑪

这里的“人”是守在宫内的匠人和学者。600年来，

这里遭遇过雷击、焚毁、糟朽等数之不尽的大病小灾，

但一代代工匠、学者在漫长的接力中付出时间与责任，

一次次“妙手回春”，留下了可以再说600年的紫禁城。

“人”还是宫墙之外的天下人，是故宫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爱护者。“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我们希望能体

现当下正在发生的人和事，探讨人和建筑的关系。”⑫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关注故宫的恢宏建筑，关注

流光溢彩的珍贵文物，但对它们的建造者、守护者知之

甚少。而《我在故宫六百年》里，文物退居幕后，走上前

台的是匠人、学者、甚至游客。

修缮师的自我陈述对于主题的推进起到了另一不

可忽视的作用。故宫古建部的中坚力量杨红，师从王仲

杰老先生，系统地研习明清官式建筑的“油作”和“彩

画作”的传统知识。她一直在从事故宫彩画的画样复

制，虽然师父已经退休，但遇到难题，她还不时地去拜

访和求教。对于师父的介绍，就由她自述而成：“老先生

退休后那么长时间，他每天在家一有空，就自己拿起笔

去画彩画、做研究，他还给我们展示过一个3米多的卷

轴，想把北京中轴线主要建筑上有代表性的彩画复原在

这样一个卷轴上。”这种对个体性的展现，使得文物修

复师这一群体不再以充当背景的方式出现在故宫题材

纪录片中，表达方式也挣脱了“你问我答”的采访式讲

述，而是由修复师主动分享个人情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对这份职业的喜爱，增强了与受众的贴近性。当文物的

文化意义与社会互动意义分离，那么充满专业色彩、高

冷而又生僻的文化意义如何重新恢复其链接功能？人

类学视野中对于“人”的关注，便得以满足文物本身意义

的自洽性，将文化、社会与人相连接，打破认知的隔阂。

三、拼贴与重构：中心化范式的消解

历史文物类纪录片的发展逐渐对已经形成的权威

理念和理论范式加以扬弃，通过拼贴与重构的方式消

除中心，并建构出新的研究议题。在对传统文化关系

的重新认知中，其突出特点是对文化自主性与观众主

体性的张扬。《我在故宫六百年》摒弃了单一的中心化

范式，以某一特定的元素将不同的人物与情节串联，总

体呈现出拼贴式风格。每一个修复者的生活状态、人

生经历、性格态度各不相同，进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情

节表达。如果将不同的人物与故事看作每一个结构性

主题的中心的话，本片则形成了新的多中心化及去中心

化范本。这些不同故事之间的紧密连接既具备解说的

功能，又避免了一般纪录片中人为断裂开来的生硬框

架，优化了人类学纪录片的整体衔接方式。与以往纪录

片依靠解说推动叙事演进不同，本片的段落型、拼贴式

情节递进运用对比产生象征意义，不同段落的叙事主

题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

传统纪录片中的“人”虽然也指代微观个体，但主

角往往是政治化的话语符号。《我在故宫六百年》将修

复师以普通人的形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通过作者的

个性化剪辑，在叙事主题上重新打量“崇高”，使作品

的价值取向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

和故事叙述结构参差错落，内容和布局都破裂并零散

化。”⑬全片展现的每一个故事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

事方式，在时间与空间的回溯、跳跃、穿插过程中，将

各个宫殿的修葺与匠人的故事打散重组，构成了“形

散神不散”的特点。

纪录片第一个板块围绕“丹宸永固”大展进行展

现，由东华门门洞木梁检修为切入点引入古建部，打

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琉璃瓦、彩画、瓷器、木

作技艺等叙事点构成了故宫修复的全景。第二个板块

则围绕养心殿修葺讲述匠人的故事。即使养心殿作为

康熙之后的权力中心，但其建筑的主体也离不开最基

本的砖石瓦木，墙内立柱的腐朽与扶脊木的断裂等问

题使得600年后的今人通过拆除的建筑零件与前人对

话，展现所有的伟大都是由平凡筑成。第三个板块解

答紫禁城的“整容”秘术在于不同技艺的传承。从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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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地面到周边，隐藏着无数不知名匠人的作品，每

一个作品都是一代人的故事。其中，在讲述角楼修缮

过程时，并未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展开，反而根据博物

馆保存的黑白集体照，寻访1956年第一批参与修缮工

程的研究员及工人。原古建部副主任李润德虽年事已

高，但提及往事仍侃侃而谈：“那时候赶上冬天施工，

为了保护角楼，拆下来后临时围个大席棚，外头的人从

故宫经过都以为故宫‘出事’了，角楼拆了修不上了。”

这一穿插式的讲述摆脱了以往的线性叙事，通过某一

特定的元素衔接事件发展，既能够围绕主题，又打破

了固定中心的存在。

在养心殿大修时，工作人员清理宫墙内的一块透

风砖，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近200年前的戏折，是清代的

“跨年演出节目单”。这份穿梭时光而来的意外礼物，

从侧面印证了古建筑的永恒，而守护建筑的人世代传

承，这便是丹宸永固的意义：“宫殿600年岿然不动，

宫内外的人代代延续。”匠人们与故宫保持着紧密联

系，而他们也是皇城外的普通民众，具有双重的文化

身份，不变的宫墙正是得益于变化的人们，工匠技艺

与传统的断裂才得以衔接。总体来看，《我在故宫六百

年》不断向故事零碎、时空错乱、多条情节线等趋势发

展，以往创作中常见的中心主体被消解，通过拼贴和重

构形成新的结构形态，唤醒受众自我理解的主观能动

性，将紫禁城这一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皇城与普通人

建立起文化关联。

结语

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向来离不开对文物本身

的解读，《我在故宫六百年》则另辟蹊径，从个体的角

度出发，发现被隐匿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中的“匠

人”本身，将“不可移动的文物”涵盖的社会互动意义

嫁接到文化意义当中，通过“故宫”这一意象令观众产

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故宫与匠人的关系代代传承、

历久弥新，人文关怀的参与式呈现使得这部纪录片提

升了人的主体作用；物质性与个体性的分离使沉淀并固

化于文物之中的社会意义重新被敞开，以“人”的温度

链接起高冷生僻的文化意义，回归到人类生活的语境；

拼贴与重构的方式消解了传统的叙事中心，颠覆以往

叙事对象的权威性，零散化的结构形态恰恰唤醒了受

众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互动与现实价值。意义层层拆

解后，《我在故宫六百年》中的“我”既是一代代传承

不断的匠人和学者，又是每一位普通受众，正用自己的

角度去读懂故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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